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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都市實踐的假說:都市與區域過程中之
台灣地方政府與社會

夏鑄九*

A Hypothesis Of Urban Praxis :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the 

Urban-H.egional Process of Taiwan 

by 

Chu-Joe Hsia * 

摘要

本文試間提供戰後台灣之城鄉關係變化中都市問題之分析與都市實踐之策略性假說 。 本文首先由台灣都市化過程中投

機城市之建構，指出世界城市與非正式城市併存之趨勢，以及，台灣都市問題的多重向度特性 。 然後 ，自都市矛盾與都市

政治之互動，由都市社會運動椎動了台灣的草根民主計劑，指出市民城市之建構及其弱點 。 最後 ，就台灣市民社會之困境

， 提出以地方政府進步的都市政策做為著力點之都市實踐假說 ， 這也是一個自依賴城市轉向市民城市之計創 。

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provide an analysis of the urban questions and a hypothesis of the urban praxis m 

Taiwan. At first , it points out the trends of the coincidence of the world city and the informal city, and the 

mutidemensional urban problems in Taiwan through the elaboration of constituting process of“ the speculator" city 

in the urbanization of Taiwan. T hen, through the in teraction between the urba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urban poli­

tics, 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urban social movemnts upgrade the pojec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Taiwan, and this situation provides possibili ties in the social politica l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ty of 

ci tizens.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urban hypothesis for the wea knesses of the emerging civil society of 

Taiwan and a strategic role of democratic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ir progressive urban policies in T aiwan, that 

is, a project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dependent ci ty to the city of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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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喝
一、月1 凸

本文之主旨在於嘗試闡述戰後台灣城鄉關係變化中都

市問題之特性與都市實踐之可能方向。對此課題之研究有

理論上的涵意，即對新興工業國依賴都市化特性之認識既

需避免與發展理論平行之主流都市研究的認識論障礙，又

需躲避依賴理論之單純套用 。 過去的都市研究中對都市化

之觀點往往不自覺地將先進工業國之都市發展視為人共通

之自然史，以及將開發中國家無經濟發展與工業化，而卻

有嚴重之都市集中過程稱為過度都市化 。 但是，像台灣這

類開發中國家的具體情境卻是 : 有了經濟發展，也有了工

業化，然而，都市之結構性問題卻並未隨經濟發展逐步解

決，它們其實是台灣特殊的經濟發展過程之結果 。

為了進一步理解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伴隨之

都市結構之矛盾與都市衝突，我們需要理論的角度以了解

台灣的城市，揭露台灣城市與社會變遷間的關聯，以認識

空間結構轉化與都市意義被重新界定之機制 。 這也就是說

，戰後台灣都市意義之賦予和再界定的社會過程，是不同

歷史行動者，根據他們自己的價值與利益，結構台灣社會

的基本過程之一 ( Castells, 1983 : 30卜303 )。 對這個關

乎台灣社會一空間動力的社會政治過程，或者說，都市與

區域過程的分析涉及:在戰後國際分工中，為歷史與社會

所界定的國家，如何對待經濟發展的過程，而經濟發展過

程中的社會動力所形成的特殊性又如何呈現在空間結構之

中。因此，國家如何經由明確有形與隱而不顯政策之中介

，塑造空間的社會過程是理論概念的核心 。

在動態的社會政治過程中，空聞與社會有各種可能性

，那麼，台灣城市與社會變遷的機制與趨勢何在?本文首

先指出台灣都市問題的複雜性，經由混亂的都市形式而表

現的投機城市建構指出世界城市與非正式城市並存趨勢 。

然後，由都市矛盾、都市政治之互動，指出台灣地域之危

機 。 以及，由都市社會運動推動了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

之草根民主計劃 ，指出另一種選擇:市民城市之建構及其

弱點 。 最後，就台灣市民社會之困境，提出以地主于政府進

步的都市政策做為著力點，做為針對台灣當前都市與區域

矛盾的一個空間實踐假說 。 簡吉之，這是一個由依賴城市

轉向市民城市之計割 。

二、台灣都市化過程中投機城市之建

構

相對於發展理論與主流的都市研究吉，依賴都市化曾

像依賴理論一般被教條地套用，忽略了都市實踐中關家的

作用，忽略了地域社會特殊之動力，忽略了歷史與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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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它們不但存在而且反擊依賴性 。 其次，依賴性也

有諸多不同類型，立日蘊民依賴、商業依賴、金融依賴、技

術依賴、地緣政治依賴，文化依賴...等，不宜一概而論 。

而形式主義的傾向導致理論無能針對歷史特殊性進行分析

，因此無能分析具體之情境 。 然而，依賴都市化仍是一個

有用的概念，可以將特定國家的都市化，連結上世界層 lX

之經濟與政治系統的變動 。 所以，它可以將不同國家之間

社會的不對稱關係轉譯為空間層次之語言。 而本文所著重

之處在於試圖表明，戰後台灣特殊的資本主義之發展中，

經濟發展之成果是植基於都市問題的代價之上的 。 作者傾

向於接受曼威﹒柯司特 ( Manuel Castells ) 對台灣及亞

洲新興工業國之分析，認為東亞之經濟發展正是在戰後求

生存之情境中民族國家建構或重建的計劃，是國家藉此突

破依賴性的關鍵。因此，目前台灣確實已非地緣政治依賴

關棒、中美國之依賴國家 ( dependent state ) ，反而可類比

於中世紀之屬國 ( vassal state ) ，在完成了國際分工中

之職能與貢獻之後，仍可具備國際關像中之相當程度之政

策自主性 ( Castells, 1991 ) ，雖然它在國際關係中之政

治自尊有嚴重的扭曲 。 而本文所欲強調的是:在台灣，國

家之經濟發展過程中與社會問之互動，國家控制了社會，

卻也動員了社會 。 台灣的城鄉關係就是在這個社會政治過

程中建構的，它雖不宜以依賴都市化概念化，然而卻同樣

存留有依賴城市的結構性特徵 。 簡吉之，這關係著國家之

都市政策特性，關係著國家與社會的性質與互動 。

戰後台灣特殊的資本主義發展之歷史造成了區域空間

扭曲的模式 。 1950 年代台灣城鄉關係中展現之都市形式

，可說是整壓在臼據時期種民依賴關保下之建構:蘊民者

軍事政治控制所界定的種民城市 ( colonial city ) ，以及

，農業資本主義化的殭民地景 。 1950 年代沿襲殭民城市

制度架構之官僚城市 ( bureauratic city ) ，是在國際關係

( 地緣政治依賴 ) 與苟且求存的政治危機下建構與尋求突

破的 。 官僚城市都市意義建構的社會過程，正是國家透過

官僚壟斷資本與黨國機器之特權，以政治壓迫與收編地方

精英雙管齊下，結構台灣社會的基本過程之一 ， 鞏固以及

加深了國家在國際與國內政治的合法性危機;而復者，在

城鄉關僚、上就不只是空間分工而已，國家的合法性暗涵了

政治上的對立，以及日後中央與地芳的政治對立。

1960 年代之後，納人新國際分工的國家經濟發展模

型，由於空間的分工 ，根本地改變了台灣既有的城鄉關

保 。一如亞洲新興工業國中之其他國家，台灣外銷出口為

導向的經濟發展政策是在前述特殊的歷史危機中，藉以重

建民族國家 ( nation state ) 的社會與歷史計割 。 計劃中

潛藏的主體是國家，是國家的技術官僚 。 這個關係著台灣

政治史與社會結構的發展掛帥國家 ( developmental state 

) ，經由一種特殊的國家干預經濟的芳式，以椎動與維持



發展的能力為國家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之原則，不但控制

了台灣社會，也動員了社會 ( Castells, 1991 )。 於是台

灣戰後都市化之特殊的不均衡發展 ( uneven develop­

ment ) 之模式也就必需放在這個社會與政治過程中去理

解 。

(→城鄉移民逐漸升級的過程確實是台灣都市集中之主因 。

農業因納人世界市場，利潤較高，卻造成不穩定 ，加

上國家以農養工的低糧價政策，更鞏固了城鄉移民之模

式 。 1970 年初期之後，農村剩餘的邊際勞動力，透過分

包與代工成為外銷加工的非正式勞工，而另一方面，這些

工廠也污染了農村環境 。 到了 1980 年末，這些下游工廠

又在國際市場之新台幣升值壓力下，遷出台灣 。 這趨勢目

前仍在進行，它勢將再進一步強化台灣城鄉移民的模式 。

此外，農工差距表現禹城鄉差距，也有以農業部門之國內

市場取向的非正式經濟，做為自求生存的手駝，如 1980

年代橫榔之產銷 。 簡吉之，這種依賴都市化之不均衡發展

模式的重點，並不在於所得差距 ( 偏遠之山地與離島仍是

) ，而是地方自主性喪失的地域危機 。

口城鄉移民所造成的都市集中趨勢逐漸形成7過去台灣並

不顯著的都市首要化與區域空間上的不平衡網絡 。

台北、高雄兩頭大，而地方型中小城市之功能減弱 。

其中，台北都會區所集中的人口已達全台灣人口的 1/3

，而台北都會區的支配性仍在擴大中 ( 夏鑄九， 1988 ' 

1991 )。 依賴都市化顯示的還不僅僅是人口分布與經濟整

合的問題 。 它其實說明的是社會關係的改變:都市集中的

是財富、權力與服務 。 1980 年代開始，台灣在世界市場

的競爭中被迫調整經濟結構，若無都市政策之干預，都市

集中程度將因產業之淘故與升級 ( 技術依賴的程度卻更高

) 而更顯著 。

回台灣區增的不均衡發展係依世界市場之變動連續改變空

間組織之模式，而台灣本身不易控制 。

今天台灣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再結構過程中所面臨的

開放國內市場、新台幣升值等壓力，對原有外銷中小工廠

的街擊，將對國內區域空間結構的可能轉變產生重大影響

，譬如說，都市進一步集中，首要城市成為隨跨國公司與

國家發展政策的脈動而變動的世界城市 ( the world city 

) ( 在這個時候，台北市政府的信義計劃，引領著台北市

東區揖起 ) ，而城鄉差距，選擇性的發展卻對比出原先即

蓬勃的都市非正式部門進一步擴大，非正式城市 ( the in­

formal city ) 與世界城市是連體之嬰 。 非正式城市關係著

台灣非正式經濟的特色，以及，國家的角色，這是建構投

機城市的重要機制，需要進一步交待 。

因台灣在國際經濟架憶中，就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與其社

會資源，被稱為:無彈性的國家導引著克滿7彈性之資

本 ( Castells, 1991 ) ，換句話說，推動經濟活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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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是中小企業 。

台灣的中小資本及其勞工，以其活力進人世界市場，

以製造業之簡單加工納入新國際分工，在這個特殊的經濟

發展模型中，國家對非正式經濟的無能管理、姑息與縱容

，支配了台灣都市的基本形式:這種城市混亂與壓力的經

驗 ( 註 1 ) ，值得分為三點敘述 :

台灣當前一般市民日常生活中經驗的都市形式的混亂

關係著都市結構以及台灣的社會結構 。 1.首先，非正式經

濟關乎勞動關保之非正式化 。 簡吉之，台灣在工業化過程

中有了經濟活力，然而勞工卻未能享有制度化之財富 。 這

些富彈性、也有利可圖的非正式部門，往往由家庭與分包

代工網絡而與其他部門相連 ，納人世界之市場 。 它們不但

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減少，轉向正式化，反而產生一

種新的社會經濟組織 。 在正式部門與非正式部門之間已建

構起一種強大的連擊 。 這種勞動關係的非正式化，部份是

與社會的依賴性特徵有關 。 非正式部門關乎 :

(1)資本積累的過程，

(2)有助於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

(3 )非正式經濟以特殊的方式維持了社會秩序，造成了

都市形式的混亂，然而，它卻增加了台灣社會結構的複雜

性 。 此處需要提及，非正式部門一般吉，是經由“個人"的

個體位置，而非“合約"1f式，來椎動人們求生存的 。 因此

，在某種意義上，非正式經濟增加社會弱勢固體動員的困

難 。

2. 其次，非正式化的勞動關保使得人們不能以正常薪

賢在市場中解決住宅與都市服務，也無法使人們有能力組

織他們自己，給予壓力而得到公部門提供的住宅與服務 。

所以，都市非正式部門所提供的各項服務，成為台灣做為

一個開發中國家保持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的基本機制之一。

3 最後，非正式經濟的設施也造就了台灣都市生活環

境的急劇惡化 。 短時間集中大量的人口也仍然使首要城市

都市服務之消費不足，因為在服務方面，城市無能吸收這

麼快的成長 。 提供設施的能力關乎經濟的發展，而缺乏政

府之反應才使都市問題惡化 。 都市集中過程中，公共設施

與都市服務卻未能跟上工業與經濟發展，這就是為何工業

發展的時候，公共生活環境的品與條件卻居然惡化的原

因 。

所以，對比於國際壟斷資本與國家之技術官僚藉著新

傳播技術得以在經濟國際化過程中將首要城市界定為世界

城市，非正式城市之建構則為台灣之中小資本家、勞工以

及國家，分別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與價值，結構台灣依賴

社會之社會政治過程 。 非正式城市建構中之國家角色中介

於正式與非正式之區分，推遲了而且模糊了現代資本主義

國家所要求的公私領域，讓人人都自以為是受益者 。 同時

，國家之霸權 ( 領導權 ) ( hegemony ) 卻是經濟發展 :



“國民生產毛額之提高提供權力集團實現利益分享與權

力聯盟之導向 。

包經濟發展霸權與都市集中過程所鼓動的房地產開發，建

繕7投機的城市 。

1980 年代末，龐大外匯存底所造成的巨額貨幣供給

，以及，新台幣緩慢升級，椎動了各種類型的投機活動 。

投機活動擴大了台灣社會原來相對較不顯著的社會貧富差

距，加強了社會兩極化之趨勢 。 土地投機活動越演越烈的

結果，更加使得都市發展淪為一般市民無法控制的情境，

甚至是在無從知曉的過程中，被看不見的力量所椎動 。 民

間壟斷性土地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結合國際壟斷

資本，在都市發展中之影響與日俱增，改變了過去台灣城

市的政治主導之父權性格 。 過去台灣城市體現是道民城市

與官僚城市背後共通的法西斯美學，而投機城市 ( specu­

lator city ) ，為國家之發展霸權所主導，它是以土地資本

對都市化利潤之抽取，以及商品美學的象徵性表現， 1，故禹

城市建構的主要力量 。 台灣城市中之公共空間還淪為私人

責任逃避之世界，是都市空間的剩餘場所，以及，為私人

所掠奪的對象 ( 楊子碟， 1991 : 7 )。

投機城市之資本邏輯所表現空間形式是“創造性的摧

毀 ( creative destruction ) " 。 由於國家未能有效控制土

地投機者之暴利，不但使得都市計創原有的公平原則無法

要求，反而將空間直接淪為資本積累之商品 。 台灣城市的

都市形式之原有紋理被迅速地改變，夷平、拔除、破壞過

去資本投資與文化造物成為必要的手段，重建超高層成為

提供憧憬的都市地景 ( Harvey, 1975 : 12-13 )。 發展的

霸權已經化身為都市本身的性質，被稱為現代性 ( mod­

ernity ) ，成為普同的、卻又與地域性文化相衝突的經驗

方式 。 這種空間的現代性，其質是創造性摧毀的地景隱

喻 。 這種為熊彼德視為企業家的英雄主義意象，其實是受

積累的飢渴所催逼，在歷史的某一時刻按照自己的形象創

造地景，而又將其摧毀，以便為進一步的積累開路 ( Har­

vey , 1986, 1989 : 17-18 ; Castells and Henderson, 1987 

: 8 )。 套用馬歇爾﹒伯曼 ( Marshall Berman ) 的話來

說，這種現代性經驗在台灣的穿透過程，透過圈家的霸權

，應允了台灣社會冒險、歡樂、成長、轉變自己及世界一

但同時又威脅著要摧毀我們“所有的一切，所知的一切，

所在的一切" ( Berman, 1982 : 15 )。 現代性的經驗聯合

了台灣所有人類，橫跨過不同的政黨、派系，創造與摧毀

了台灣的城市與地景成為人造的第二自然 。 以及，現代性

空間的台灣版本是界定在世界城市之精緻與非正式城市之

狂野併存共舞的社會過程之中 。 現代性的經驗確實威脅到

台灣地方社會的一切，並曾在 1970 年代末，遭遇到民粹

主義者鄉土意識的對抗，以及，迄今猶烈之保存運動之抵

制 ( 葉乃齊， 1989 )。

總之，台灣都市形式之混亂，其實與台灣社會的結構

緊密相闕，表現了台灣都市與區域問題的多重向度性質 。

一如台灣的農業問題、勞工問題、環境問題等，台灣的都

市與區域問題已經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代價了 。 台灣都市

與區域問題的複雜面向與壓力，終於在國家權力結構調整

與權力集團鬆動的時候，椎動了都市社會運動，挑戰了國

家的正當性 。

三、草根氏主的可能性:台灣的市氏

城市浮現及其弱點

基於前述台灣依賴城市之結構性角色及都市與區域問

題的多重向度特性，以下試圖指出，台灣社會在經歷了經

濟發展過程之後，由市民、社區與自主性民間團體提出

套與制度化都市意義相矛盾的新都市意義之可能性及其目

前之困境，這就是市民城市的建構 。

(一)台灣的都市政策與都市社會運動

前章所述台灣都市與區域問題之多重向度特性是否是

開發中國家之資本主義依賴發展的必然性?其實並不一

定 。 都市與區域矛盾之惡化是在社會與政治過程中建構的

，換句話說，台灣戰後都市與區域問題之多重向度特性關

乎國家的都市政策之中介 。 在台灣，為歷史與社會所界定

的國家，以其政策中介於跨國公司所支配的世界市場競爭

與快速成長的城市所形成的都市與區域危機之間 。 所以，

台灣的都市與區域計畫必需在世界的層坎上應付眾多不確

定的事物一它們來自經濟發展過程中處身新國際分工的情

境，來自一個被國際權力所壓迫屈服下的公共機構與制度

，來自它必需與地芳權力集團折衡 。 這些都是重大的問題

，然而規劃師可以運用的資源卻極有限 。 國家的都市政策

在制度中長期也未受重視，嚴格說來，國家發展掛帥的霸

權之下，只有經濟發展政策，都市政策中，規劃專業本身

原有的意識形態也多因此遭受扭曲，規劃論述中源自十九

世紀的烏托邦傳統之改革性制度，也多淪聶殘補性質，因

此，在先進資本主義都市的消費社會化趨勢方面，台灣雖

有法令、有計劃，然而技術官僚卻無能力，亦無意願執

行 。一方面，常規性的都市與區域計畫，因其形式主義取

向，對現實問題有女11隔靴搔癢，造成計劃不良，都市服務

落後 。 相較於前節所吉之非正式經濟泛濫，在國家政策干

預的角色上，中央政府可以說是以國家的合法性中介於政

治活動威權侍從與地1f派系關係中，以國家之正當性，以

公共工程與公共空間品質的低劣做為政治利益妥協，換取

政治聯盟之代價，因此，台灣生活環境急劇惡化自不足為

奇 。

另一方面，雖然國家誠然以發展計劃突破了地緣政治

依賴性的限制，然而，在特殊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被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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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對稱地組織起來的台灣社會，若將其轉譯為特殊的空

間結構，台灣的城市其質仍可被視為是特殊的歷史與社會

條件下建構的依賴城市 ( dependent city )。 依賴城市是

一個沒有市民的城市，是對國家的意志，土地投機與外國

資金變化的流動無可避免地屈從的情形下，居民對都市發

展失去了社會性控制之歷史結果，依賴城市並不是指貧窮

城市，或是有一般住宅危機的城市，而是指城市的空間是

城市的居民所生產的，然而他們卻不像是城市空間的生產

者，反而像是城市裡的臨時營造人員 。 在前節所提之非正

式城市之脈絡中，這種未能正式化的城市市民權，無法擁

有城市，享用城市之歡愉，控制城市之成長 ( Castells ' 

1981b '夏鑄九 1990a )。 由這個角度來看，過去台灣城

市與地景的都市意義之變遷，大多為結構性支配利益盟造

了城市 。 由日據之道民城市， 1950 年代之官僚城市與

1970 年代後浮現之投機城市，非正式城市，以至於 1980

年喊起之世界城市，其實主要是既定社會中之支配階級 (

除了非正式城市提供了關乎台灣之流通領域中複雜的圖象

，包括了更多階級與階級片斷之外 ) ，因為擁有制度性之

權力，根據它們的利益與價值，而一再地結構台灣的城市

與區域，改變了既存的意義 。 但是，只要是資本主義城市

的結構方式持續下去，都市之抗爭與替代性的預期也就可

以在城市空間形式與意義中被指認出來 。

最近幾年，由於國家權力結構再調整與權力集團鬆動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之初步動員，以不同

的運動目標具體化了人們的利益和價值:

L 居民長期對都市空間消費不足，或對生活環境急劇

惡化抗議，這其實關係著居民要求將城市做為使用價值之

目標，對比者將城市做為交換價值的現狀 。 無住屋運動以

住宅與房價做為訴求，迪化街保存運動等以古蹟、文化資

產之保存為訴求，七號公園興建體育館之爭議，席捲台灣

各地之環保運動......等 。

2. 由於中央政策的單向與粗暴，各地方已不會再照單

全收，這其實關係著居民要求地方的自明性與文化自主性

目標，對比出技術官僚對資訊的壟斷，像宜蘭反六輕，蘭

嶼反核廢場，嘉義新港反對拓寬道路而破壞了城鎮的容貌

等，運動的潛在價值與主題都與此相關 。

3 以地域為基礎的自我管理期望，這其實關係著地方

自主性、市民參與的要求，像原住民的運動、蘭嶼反核廢

、以及宜蘭反六輕、台北縣反核四、甚至無住屋運動要求

參與決策、自力造屋...等都與此目標有關 。

由於台灣都市的快速成長，都市服務落後，以及都市

問題的複雜面向，使得國家已經不再容易單純地以一種中

央集權的方式，來經理都市生產、交換與消費巨大之事物

，即一個越複雜的體系，也越需要彈性與調適性，也就越

需依靠分散化的決策與權力來解決問題，這就是民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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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權 。 其次，在全世界，都市危機都會加重國家所需的正

當性之危機 。 於是，經由都市服器而改善居民之生活，國

家對都市服務之經理角色也日重，於是，國家與社會，國

家與一般居民之間就浮現了一種新形式的政治關係，這也

就是開發中國家的市民參與可能性 。 市民參與所代表的草

根民主原來是第三世界的依賴社會難以奢望的國家與社會

間的新政治關係 ( Castells ' 1981 ;夏鑄九， 1989a ) 。 但

是，在都市與區域問題的多重向度性催動之下，在政治民

主化過程中，經由都市社會運動所造成的政治壓力，反而

提供了新的機會，重新塑造國家都市政策，也重新界定都

市之意義 。 對台灣吉，這種空間與社會的新歷史關係就是

市民社會與市民城市之浮現 。 十八世紀末之歐洲政治思想

提出了“社會"的觀念，因為，這時的歐洲政治，統治已不

只是處理一個領土、區域、和其子民，而必需處理一個有

自我法則與反應機制之複雜而獨立的現實 。 這新現實就是

市民社會 。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空間的改變 ( Rabinow 

and Foucault, 1982 ) ，而這些原是第三世界依賴社會所

無由提供的歷史條件 。

這些條件可能自都市社會運動突破 。 都市社會運動在

社會變遷趨勢中可能可以提供都市意義重構所需的胚胎，

甚至提供新的階級形構的過程，連結地芳的文化經驗、政

治自主、生活環境改善的要求、與階級為基礎的利益 ( 然

而卻常被肢解為破碎的片斷 ) ( Castells, 1983 ; 1989c : 

204-205 )。

(司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之草根民主計IlJ

都市社會運動與國家都市政策的關係其實改變了政治

學的理論，在武裝革命與形式民主之間闖關了另一種可能

的出路，這是經由一條漸進的、緩慢的過程轉化國家與社

會之間的關係 。 這個過程經由三個條件來進行:

l.台灣政治系統的民主化過程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形

式民主的進程至少已取得了地方選舉的開放 。

2 都市與區域問題的複雜面向迫使國家檢討中央與地

方的關係，椎動了進一步分權的民主化過程;

3. 以及，社會更完全地，更高程度地再組織與團結起

來，民間國體要具備更高的自律與自主性 。

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在這個意思上，產生了較具自

主能力的社會 。 衡諸目前之現實，我們可以說:台灣市民

社會相對而吉已經萌芽，都市社會運動會催動它的成長 。

這也就是說，假如台灣的市民不能控制國家，不能以自主

的價值觀發展出與結構性支配意義相矛盾的都市意義，影

響政策的決策過程的話，即使是國家的政治民主了~，而市

民們與地芳社區仍不能改變都市政策之決策，我們就還是

依賴城市，就還設有市民的城市 ( a city of citizen )。 都

市社會運動對國家之轉化過程中，都市社會運動因都市危

機而動員，在政府體制之外保持其自主性，經由民主的制



度機制要求政府，而政府則經由都市改善滿足都市運動，

應付都市危機 。 這裡，市民參與在政府與運動之間扮演之

一種在政府體制之內，而又在體制之外的機制 。市民參與

是一種制度化的過程，它由都市社會運動中萌芽而組織起

來，參與在國家的決策過程中，卻又不參與在國家的體制

之內 。 這種草根民主，以漸進的過程釋放社會的力量，經

由民主的過程，改變了國家 ( Castells, 1989a )。 這也就
是說，都市社會運動在改變國家都市政策的過程中，經由

市民參與機制，轉化了國家，也使社會得以成熟 ( 夏鑄丸

, 1991a )。

即使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與都市與區域問題的複雜

面向使得做為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也居然有了嚮往草根民

主的可能性，然而，前述之第三點，台灣市民社會的壯大

才是決定性的關鍵 。 相對於由東方專制主義之歷史與第三

世界依賴發展下的威權國家之政治結構吉 ，近年來開始萌

芽的台灣市民社會，即使是面對無能的公共政策與粗暴的

合共營建決策過程，也仍然缺少在國家權力監護之外的自

主性組織力量 。 在儒家式大家長的父權支配下，市民社會

解放既需的自律性與自主性形成尚有待努力 。 譬如說，台

灣的教育界、司法界 ( 更不必提軍、警部門了 )等等 ，由

於政治結構的原因，長期成為一個價值封閉的再生產體系

，其存在的作用就是維持政經制度之運縛，因此成為一個

腐敗的部門，難以滋生自主性的力量，改革也不易穿透。

台灣的市民呈現了活力，然而卻在現實活動中扭曲，還需

更能為共同利益而集結，爭取發吉的過程 。 對於台灣的城

市居民吉，參與，仍然是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可望而不可

及的理想 。 參與，誠然仍是台灣的地方做為第三世界依賴

社會之依賴城市的奢望，大尺度空間品質之改善與獲致，

似乎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幻景 。 就社會運動與國家政策改變

之間的關係，以及草根動員的自主性與國家體制之收編吸

納間的矛盾，我們必需面對台灣社會相對尚未成熟的特殊

歷史時勢 。

針對父權國家之支配性，或許，部分地芳政府在公共

領域中的都市與社會改革目標與草根團體動員之間關僚之

突破，可以是台灣社會與歷史變遷過程中得以施力之機制

( 張景森，凹的;夏鑄九， 1991b )。這個地域性的計創

關僚、著依賴城市都市意義的再界定，關係著都市結構之轉

化，這是市民城市建構的著力點 。

四、歷丈的挑戰:氏主的地方政府與

進步的都市政策

為何在對台灣的空間一社會變動的分析後，會認為伴

隨台灣政治之民主化過程，地方政府可以在既定的系統中

，可能發動由下而上的改革?為何以公共政策做為其實踐

之原則，它與台灣支配性的邏輯甚至相互矛盾，亦有可能

在不必然改變台灣政治經濟系統的架構下，改革仍然值縛

嘗試?為什麼是地方政府呢?

(一)地方政府的危機

地方政府的特殊性說明了它是國家制度的一部分，而

與社會有一接雜的關悔 。 首先，在國家的制度上，地方政

府是最被人民經驗到的政府 。 其次，地方政府是國家所控

制的領土中，最低層級的國家 。 有了地方政府，國家可以

有足夠的空間來遂行控制，調整其好惡，而另一方面，地

1ï政府也更容易為社會不同的力量所穿透 。 第三 ，地方政

府是國家制度上的分工，至少就先進工業國的經驗，地1ï

政府是資本主義國家再分配的重要機制 。

由於社會不是一個永不變動的封閉盒子，國家固然表

現了強大的支配性社會階級的利益，但是在不同的社會之

中，它也會表現了其他的利益 。 國家是一支配階級的複維

系統 。 社會葦體的階級之片斷，在國家的霸權 ( 領導權 )

所質現的利益容量 ( 其實代表了更廣大的社會控制 )之下

形成權力集團 ( power bloc )。 所以支配階級對被支配階

級的關係十分複灘，而權力集團在空間領域上是有變化

的 。 由這個角度來看地方政府，每一城市與區域其實都有

特殊的影貌 o 國家在層級上分化它自己，地方權力集團在

每一城市與區域呈現的均不相同，在國家權力結構中，形

成了不同利益之相互糾結 。至於地方勢力的頭面人物，則

是地芳顯要 ( local notable ) ，是中央就全國層次的政治

安排所需要的政治聯盟中，經由個人性格，中央政治的聯

盟在地方之調適 ( Castells, 1981a )。

戰後台灣的歷史中，中央的權力集國與地方權力集團

間的聯盟是牢固的，也是暫時的 。 國家之官僚壟斷資本與

黨團特權做為霸權階級，發展掛帥成為民族國家建構所需

要的語意系統上的霸權 。 為外銷導向的經濟發展政策所帶

動的都市集中過程，創造了都市的房地產市場 。 政府的縱

容使土地投機成為外銷財富的分配過程，台灣的都市計畫

變成擺平地方地主階級、土地資本、金融資本與營造資本

的重要機制 。 經由國家合法性之中介，地方黨部提供了官

僚與民意代表交換利益，形成地方權力集團的黏合劑 。 地

方的霸權階級是與土地投機有關之資本的社會集結，都市

發展成為資本積累之來源與城市共同的幢憬 。 台灣的城市

遨淪為投機城市之建構，關乎城市之使用價值之公共空間

的品質就為“神聖的"發展過程的犧牲 。

至於中央與地方權力集團政治聯盟的暫時性，則關乎

過去台灣經濟特殊的不均衡發展過程，以及，為歷史所界

定的國家，為了政治之控制，造厲地芳自治長期未能落實

的特殊性，使得台灣的地芳政府不但未扮演關乎社會福利

的再分配機制，更使得公共工程品質低劣，基層建設不足

，地芳政府本身無錢、無權、無人，僅能消極執行中央與



省的政策而已 。 地方政府長期積弱成就了台灣地立于政府的

最大危機 。 加上，最近國際經濟的變化與穿透，以及歷史

的權力結槽的調整，中央與地立于權力集團的政治聯盟終於

出現了裂縫 。 這裂縫產生在地jj政府的巨大危機之中 。

國際經濟的變化與穿透加深了地方政府的危機 。 由於

全球性資本主義的技術一經濟再結構，納人新國際分工中

之台灣社會也面臨巨大的改變，經濟被迫再結構，以增加

在世界市場中之競爭能力。由於國際分工的戲劇性影響，

而台灣整個社會的生產、分配與文化均密切連結於世界 。

台灣經濟正在進行迅速之轉化，經由大眾媒體，而又有一

文化的擴散 。 簡吉之，國際徑濟穿透與再組鐵了整個系

統。在這個巨大而強烈的改變過程中，台灣的中小資本反

應靈敏，早已走在國家政策改變的前頭 。 對台灣的資本吉

，目前國家的制度性規定多半在市場的競爭下顯得不合時

宜 。 雖然中央政府得在世界層坎上考量經濟與軍事的關係

'處理台灣本身曖昧的國家合法性問題與國際角色，然而

，為了擺平眾多既得利益團體，政策的改變就顯得遲鈍 。

這在農業危機、勞資關係、環境危機與都市危機所亟需的

政策與分權式執行過程來看尤為明顯 。 在當前這個劇烈改

變的過程中 ，區域與地主于政府本身雖常常不自覺，然其實

也會涉人了國際經濟變化的影響，只是在時間上慢了一拍

罷了 。 像水泥業東移，東部地區的環境保育壓力就大了許

多 。 像產業東移的構想提出，花蓮縣即首當其衝，而雲林

離島工業區的設置以及新竹科學城的計畫所賦予的新區域

意義對當地的衝擊可以想像 。譬如說，當豬肉決定停止外

銷，改以內銷為主時，屏東縣中小養豬場的影響是可以預

期的 。 當中小資本外移，若無其他產業填補，彰化平原的

城鄉移民就可能加劇 。 當都會區兩極化，生活環境惡化，

台北縣民則日益淪為都會區邊緣的二等市民 。 我們可以說

當宜蘭縣為六輕所苦，以及，台北市的東區與信義計畫建

構為台灣經濟成長之櫥窗時，甚至，當行政區重新調整擬

議中台中縣市角色的爭議，以及，行政區重新調整芳案中

原住民仍然是看不見的人民之時﹒..台灣經濟被迫再結構所

呈現的國內空間再分工的輪廓也才更為清晰 。一般而言，

區域兩極化、不均衡發展、做為世界城市與通訊埠的台北

中心和日益淪為非正式城市的部分併存於同一城市之中，

極化成長與都會區雙元性的趨勢日強、城市之成長日漸為

私人壟斷資本左右、表現保守的空間意識形態之科學園區

成為各地方爭取的對象，成為共同追求的標竿、而環境的

惡化與居民的期望也日連...等等，是新國際分工、新勞資

關係與新國家的角色等的共同作用 。 於是，中央與地方權

力集團之裂縫則更為強化，也更加深了地方政府的危機 (

夏鑄九， 1990b ) 

同時，像產業外移、產業升級、兩岸關係...等政策的

衝擊，都一再挑戰了原有的中央與地方權力集團問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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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社會與政治改變的動力 。 新的中央政策或許會使

原有的地方權力集團受損，或者說，形踐中的新的政經關

係會挑戰舊的既有利益。在執政黨內部，新的私人壟斷資

本正挑戰著舊的官僚壟斷資本與老的國家官僚特權 。 政治

權力結構調整波及中央與地方權力集團的政治聯盟 。 在這

樣的歷史時勢下，雖然目前台灣社會運動的力量只能在爭

取發吉空間，尚不足成為左右地芳社會與政治之力量。然

而，在國際取向的精英與地芳取向的精英，進取的團體與

白保的團體之間的對抗過程中，地方政府卻有可能進行戲

劇性地再結構 。 近年來，民進黨及黨外縣市長選舉的成果

，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訊號 。

前述諸地方政府的危機使得既定的中央與地方權力集

團的政治聯盟可能改變，替代性的公共政策有可能成為新

的戰場 。在過去的中央與地方權力集闋的政治聯盟關係下

，地jj顯耍的個人性格既是權力集團的地域性調適，地立于

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的爭取也是執政黨派系交換的籌碼 。

在其間，後來掘起的中小資本由於其搖擺性格也就更增加

了地方政治關係的緊張 。 因此，地方政府的戲劇性改變，

則有機會打亂過去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平衡，以進步的公共

政策，在結構性的議題上凸顯出目前難局之癥結 ( 如農業

、勞工、環境與都市的議題 ) ， 呈現有象徵性的替代芳

向 。 那麼，都市與區域政策就可能成為地芳層吹不同社會

與階級片斷的軍體的戰爭，突顯出地方政府危機之具體內

涵 。

口都市與區境的戰爭一進步的地雄性計畫

面對台灣都市與區域矛盾多重向度的複雜性，以及都

市社會運動所表現的市民對都市服務需求的壓力，在政治

民主化過程中的台灣地方政府，若能把握地方政府的危機

，確有可能以進步的都市政策，提出都市與社會改革的方

案，椎動台灣都市與社會的變遷 。 地方政府所提出的地域

性計劃 ( local project ) ，若做為台灣社會轉化的歷史計

劃，可以進一步闡明其社會政治過程中的諸要素。

1.都市改革可以做為一種由地方政府所發動的社會與

歷史計剖，以對比中央政府的霸權 ( 領導權 ) 之潛在邏

輯 。 由於地方政府有一定程度之自主性 ，其計畫非必然順

從中央政策之邏輯 。 國家的霸權非必然有其全盤性 (

totality ) ，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政策有關係，然卻非必然

僅是聽命執行之底層機構而已 。

舉例而吉，目前由經建會提出的國家建設六年計盡可

以說是中央政府為了反應在國際經濟競爭下台灣的經濟社

會危機所擬就的計畫 。 六年計畫所面對的國際與國內的社

經脈絡，比起六0年代外銷導向的經濟發展計畫 ，與七0

年代之十大建設計畫，其複雜程度只有更甚。而做為一個

「發展掛帥的國家 j 所提出的再結構計剖，其霸權仍然是

關民生產毛額之提高，其潛藏主體仍然是國家的拉術官



僚 。 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的決策過程是封閉的，引起反彈自

可想像，因此目前正在進行對話工作 。 做為執政黨對人民

的政治承諾，六年計畫的古向、構想與11案確實需要對話

而非告之，尤其需要監督其執行 ( 夏鑄九， 1990c )。

就台灣的地方政府吉，由去全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提出了

如產業發展與地方生活圈計畫等，以反應台灣過去的不均

衡發展問題，它們直接涉及地方之區域與都市意義之界定

，決定未來空間的功能與影式 。 因此，不但需要中央與地

方間的全面與平等的互動，甚至，地方政府可以就台灣的

農業、勞工、環境、都市等之危機，從計畫的基本取向加

以質疑 。 這次由中央政府擬定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的基本態

度就已經是過時了，由單一部會閉門單獨規劃，然後由中

央政府單方面推動以要求地方配合的方式是無法要求其執

行品質的 。 最後，六年計畫的執行就可能只剩下了政治的

目標一透過龐大公共工程的財務投資與對地方之補助，擺

平了深陷於地域危機中的地方政府，經由營造利益，與地

方派系交換了對中央的政治忠誠，重鑄中央與地方之權力

集團的政治聯盟關係 。 基於此，有改革意圓的地方政府可

以更進一步，自己提出替代性的計創，凸顯矛盾之多重性

，對比六年國建計畫對歷史視野的缺乏，呈現對未來台灣

的區域與都市，其實這就是對未來社會的不同憧憬 。

2. 建構關乎財政與行政管理過程的地方經濟基礎 。 由

於城市是非自主的，地方政府不是全然自外於系統的，譬

如說，地方之財政與人事均然 。 因此， 一方面地方政府所

提出的觀點得超越表面的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辦法的爭論

，直接由目前現實中的地方政府危機出贅，除了要求儘速

落實地方自治之外，還必需要求中央徹底檢討過去台灣經

濟發展過程中所孕育的，連結著國際分工的不均衡發展邏

輯所造成的城鄉關係 。 由於前述之地方政府危機的嚴重性

與對中央的政治壓力，已使台灣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十

分緊張，台灣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課題短期內必會有所檢

討 。 在這樣的展史時勢之下，地方政府本身所需爭取或把

握的至少有三點:

(1)開源:至少可以包括:

。對非正式經濟之管理 ;

@地方政府繳稅的自主性;

@考慮成本、受益、特許與罰則之特性，調整規費制

度;

@有條件地適度適量地運用獎勵性條款 ( 如都市計劃

發展權的掌握、公地之租與售、公營單位股權之優

先承購等 ) ，引誘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 (2)節流:

至少可以包括:

@去除冗員 ;

@消除貪污腐化 ;

@減少經常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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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品質與特性之管理 ;

@合理化地方政府機器，提高服務 。

(3)經由地方政府扮演主動角色的能力，利用資源，按照

地方政府的需要，刺激地方組濟的成長 。

這襄的第三點元素是地方政府能把握時勢突破的關鍵

，這是七0年代義大利地方政府揭黨的都市改革成功的關

鍵，也是台灣地方政府長期積弱的短處 。 建構一個有利於

經濟改革的相對堅實之制度基礎是台灣地方政府機器的難

局 。 所幸過去已有部分的成果與個案之經驗，值得其他政

府做進一步地檢討，汲取教訓| 。譬如說，宜蘭縣政府在陳

定南主政的八年之中，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以及，屏

東縣蘇貞昌在主政一年之中對政府行政機器的初步改造，

目前在高雄縣、台北縣等也已有了點的突破，這只是開始

，打破山頭主義再再需要更優秀的人才參與 ，和資源技人

地方政府，推動計劃之執行 。

3. 面對都市與區域矛盾多重向度的複雜性的都市改革

，其規劃本身要能在規劃論述的戰場上進行霸權 ( 領導權

) 之戰爭 。

質疑既存都市與區域矛盾的不均衡發展邏輯代表了全

然不同的，對都市與區域發展的構想與哲學 。 試擬數點並

非激越的，在現實中可執行的進步政策之原則做為假設性

的參考 ( 註 2 ) 

(1 )面對城鄉間的不均衡發展，宜以分散化來面對都市之

危機，以民主手毆的分散化來面對城鄉移民 。

(2)尋求更平衡的工農業關係，合理分布人口，鼓勵與強

化中小城市之健全發展 。

(3)限制大城市的新發展，因為大城市反而是反經濟成長

的 。重視已建成地區之改善生活品質重於鼓勵新的發

展 。 對政府吉，新的都市發展同時得考慮公共設施等

都市服務之提供，因此較昂貴 。 只有對私人土地資本

育，由於不考慮都市服務、要求標準化與迅速 ，所以

新的發展才較便宜 。

(4)鼓勵區域中心的成長，所以，運輸、產業、科技 、住

宅 、環境、文化...等政策應與區域政策結合，使區域

中心之中型城市更有活力 。 舉例而吉，選擇在區域中

心建國宅，而非於都會區，反而要求都會區居留較長

的時間方可有權取得公部門之住宅服務，以消極阻過

城鄉移民 。

(5)加強高科技之電訊傳播系統，使國內各區域與城市的

連結更為有效，而不必然將人口集中 。

(6)全面制止土地投機，有效制止土地資本之積累，它不

但傷害了亟需的有關高科技之投資，增加了基礎設施

，如運輸、住宅等的成本，而且土地投機可能帶動通

貨膨脹，推高工資，產業之利潤也隨之降低 。

(7)積極引人高科技以克服目前的農業、環境保育、環境



工程的課題 。

(8)提供都市服務，以改善都市中位收人戶與違建聚落之

生活，不宜於國宅中另行劃設平價住宅，強化社會的

“分類" 。

(9)對都市貧窮地區之整建，宜以原地區安置原住戶為優

先，避免以都市更新手段助長了土地資本之投機 。

(10)反對私人小汽車之都會區運輸政策 ， 發展大眾運輸系

統 。

(J l)重規環境之保育與地1f歷史與文化的保存 。

(l~在世界市場競爭中，對研究發展的倚重成為角逐的動

力，對於“創新環境"或有“啟發性氯囡"的經營成為重

點 。 除了研究機構外，教育的品質是社會發展的根本

，而台灣的重量，輕質教育領域不但是保守派的大本營

，而且是市民社會成長的障礙，因此需要支持有潛力

的教師領導突破 。

。身分權式、開放的、鼓勵參與的規創過程是草根民主落

質的關鍵，地方的公聽會需要具有法定的否決權 。

上述之進步政策之形成與執行的過程中的技術其實都

已經存在，只剩下是政治的意頤，而這正是執政黨最無意

願、無能力改變的部分 。 因此，上述進步政策之形成與執

行的過程中，最關鍵的元素在於地方政府如何團結並尊重

市民社會自發與自主的創造力 ( 尊重其自主性，而非納為

政黨之外圍 ) ，譬如說，科技社葦 ( 夏鑄九， 1991c ) 、

專業者社葦 ( 如教師團體 ) 、環保圈體、地方文化圈體、

無住屋國體、婦女團體、勞工組織、農民團體...等的支持

與相互監督 。 都市與區域問題是大有可為的領域，都市與

區域之議題能團結多數的社會奪體 。 地方政府由於與地芳

社會的密切關係，比中央政府要能辨明這些利益 。 因此，

在全球經濟再結構過程中，對資訊生產方式所呈現的流動

空間的功能性邏輯的社會控制，地方政府反而在經濟國際

化過程中導致地域國家 ( local sta te ) 的抬頭 。 地域國家

有可能成為功能上軟弱，制度上官僚化的民族國家的另一

種出路 ( Castells, 1989b : 352, 1989c : 205 )。

4. 最後，就本文吉，做為一個進步的地芳計創的最後

的要素，也是目前台灣現實尚不足以立即實現，僅能由少

數社區先嘗試，做為下一階段推動工作的芳向，就是:地

方政府本身制度的轉化 。 地方政府進步的地方計創需要分

散化地方政府，分散至鄰里的層伙，甚至可經由直接的選

舉建構鄰里的政府 。

美國的保守派政治學者常有一種假設，認為政府越分

散至鄰里，則越無法治理與控制 。 但至少，加州與部分進

步城市草根民主的經驗仍然提供了有力的反駁 ( Clavel , 

1986 ;以及參考空間雜誌區域及地芳發展專輯 )。 在台灣

，執政黨是一種半列寧式政黨的組織與庸俗的資本主義式

政黨的利益分享彤成政治聯盟的雙重產物 ， 所以，鄉鎮長

及代表長期成為執政黨地方權力集團的樁腳 ，使得草根社

區的力量始終無法量現其前貌 。 相對比於歐洲都市改革的

經驗，這是台灣的反對黨 、地芳政府、社區民眾 、被壓迫

社萃與社會運動最大的挑戰 。 歐洲社會民主制度中之鄰里

議會不但提供了相互監督的作用，同時開放了地方政府的

縣市建設與服務，使之能直接下達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環境

的改善 。 鄰里政府的政治自主性甚至可以涉及對地方政府

預算及計劉的支持與參與。

地方政府強調鄰里分權的制度，可以回應地方居民的

需要與都市社會運動的動員 ，轉化為地方政府的支持，而

非為控制 。 所以，進步的地芳計創關心民主的制度，使得

先進的都市政策經由政治的過程，連結草根社區的創造力

，提供了改革的可能性與制度的轉化，表現了政治的不同

取向 。

七0年代西歐義大利地芳政府的都市改革曾在晚期資

本主義的土壤中獲得了勞工所掌握的工廠與居民所控制的

鄰里社區的支持與動員，提供了全世界盟富的經驗與教

訓| 。 以及，七0年代馬德里的都市社會運動在佛朗哥政權

獨裁結束時，在實踐上連結集體消費要求、社區文化、及

政治上自治等三層次目標，提出一套與制度化都市意義相

矛盾之新都市意義，椎動了社會變遷，也改變了都市意義

，貢獻給我們對城市變遷之知識與實踐 ( Castells, 1983 

)。 那麼，台灣社會的動力又如何呢?這是歷史的挑戰 。

台灣缺乏歐洲的社會與歷史，以及其左翼政黨的基礎 。 台

灣的社會，做為一種依賴社會，必需同時面對政治上海峽

兩岸關係互動之挑戰、父權國家公共決策過程中的家長式

心態與處罰不服從社會的手段、國際與國內之正當性與合

法性危機、政治權力重組過程中派系政治之門事、經濟上

國際市場中的競爭與強行壓制的階級矛盾、以及都市與區

域的危機與文化上基本價值體系的崩解，它們聶金錢之利

益關係所徹底腐蝕﹒..所有的這一切都集中在同一時刻浮現

，因此， 一方面社會運動的訴求不容易突顯共同的利益關

係，社會擎體也就不容易辨認其自身，反而容易形成脫離

現實結構性限制條件的，道德純粹性的運動訴求 。 另一方

面，也於問題同時湧現，危機迅速形成，挑戰了國家，然

而，社會卻因此得不到足夠的機會與時間以建構具備自主

與自律性草根關體之市民社會 。 這是台灣市民社會成長之

阻礙，而這也是都市社會運動與新的都市意義由底層提出

之時刻 。

五、結論

對進步的規劃專業者而吉，學習分析都市政策的構造

是要求我們必需去做什麼，它不是就功能性工具的角度技

術性地學習某些領域的執行公式，而是 ， 伴同著人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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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政治機構、未來的利益葦體...去發明、創造與建構 。

換吉之 ，你需要去計劃( project ) 都市政策，而不是用

模型去模擬它，你是製造者，而非消費者;學習是為了建

構都市政策，這就是都市政策的社會生產 ( the social 

porduction of urban policy ) 。而新的思考角度與替代性

的計劃 ( alternative project ) 應該在社會創新的過程中

完成。這也就是說，創新，不是蘋果落在你的頭上，創新

是在社會中發生，在一混沌的意識狀態下發生 。 它可以分

析，能帶人一種有意識的決策過程與政策形成的過程之

中 。 本文旨在提供有機知識分子的空間實踐假說 。

台灣的社會當然不是市民社會，台灣的城市也還不是

市民城市，可是，台灣都市議題的多重性卻正提供了有可

爵的戰場，台灣的市民社會還需要都市社會運動提升其自

主程度，而地方政府也是一個著力點 。 我們提出了台灣城

市變遷的基本趨勢與實踐之假說 。 今後的地方政府已不僅

是較清廉 、縣市長較勤奮即可保誼再當選的，台灣的城市

需要清楚的分析以揭露城市與社會變遷的關係，需要具體

的芳案與策略，以椎動都市之實踐 。 都市的改革其質是社

會的改革，當改革無聾的時候，危機與運動將會椎動更深

刻的社會與歷史的轉化 。

言主釋

註 1 此處使用之非正式徑濟的概念借自曼威﹒柯司特與

亞歷罕卓 ﹒ 波提斯 ( Alejandro Portes ) ( Castells 

and Portes,1989 ) ，而非世界銀行之學者們 。 近年

對非正式部門的研究多改向用“小商品生產"或“小

資本主義生產"來更精確地反映在資本邏輯中原先

被界定為非正式部門活動的從屬性的與被控制的性

質 。 然而，由於用熟了的原因，老的“非正式部門"

的術語仍然被廣泛使用 。 此外更由於小商品生產的

概念未能涵蓋政治層次的國家干預，它不宜取代非

正式部門的概念 。 無論如何，使用非正式部門的觀

點需要經過認識論上的處理，必需看到國家中介的

過程 。 換句話說，正式部門是制度的 ( institution. 

al ) ，而非正式部門卻是非制度之內的 ( non. 

institutional ) ，兩者相互矛盾卻是相互結合而存

在的 。 這概念建立在對世界銀行觀點之批判上，提

供了連結國家，經濟與社會等層次的概念建構 。

註 2 部分參考自柯司特訪台時之建議( Castells, 19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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